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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of Political Identity before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nalysis of the “Ten Pillars of New China” Poll in 

Beijing News Supplement

Tianhong YANG

Abstract: In early 1926, the famous newspaper Beijing News Supplement held a public opinion poll to select 
the “Ten Pillars of New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votes, 59 individuals who were not included in the “Ten 
Pillars” were also listed. Results as follows: 1. The leaders of the Kuomintang, C.P. members, and Feng 
Yuxiang, who joined the Kuomintang after the Five Yuan Oath, received large numbers of votes, as did the 
military leaders of Feng’s headquarters.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from the Kuomintang and its “cooperative” 
parties exceeded 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andidates. 2. People’s perceptions of warlords were divided: old 
warlords lost support and new warlords received greater recognition. 3. The individuals selected in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ircle were almost all promoters of New Culture and modern education, corresponding to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fields. Beijing News Supplement had a political inclination toward the 
south. It might not have been neutral, and the sampling method was not random. Thus, the survey data may not 
accurately reflect the views of the broader population. However, comparison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polls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same period reveals that the poll results are relatively credible, indicating that before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there was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Chinese public opinion, which favore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promoted by the Kuomintang.

Keywords: Northern Expedition, public opinion poll, “Ten Pillars of New China”, social psychology, politic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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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前夕的政治認同變化 
——基於  “新中國柱石十人”  民意調查的分析a

楊天宏

[摘 要] 1926年初《京報副刊》舉辦民調，評選“新中國柱石十人”並根據選票列出“柱石

外的柱石”59人。結果顯示：1.國民黨要員得到眾多選票，連同中共及五原誓師後全體加入

國民黨的馮玉祥及所部軍政首腦，國民黨及其“合作”黨派入圍者超過入圍總數之半。2.國
人對軍閥的認知分化，舊軍閥失卻人心，“新軍閥”崛起，得到部分認同，而“新軍閥”中

亦有親國民黨者。3.文化教育界入選者幾乎全是新文化和現代教育推進者，這與政治、軍事

領域的南北勢易及新舊嬗變形成同構關係。此次調查由具有南方政治傾向的《京報副刊》舉

辦，立場未必中立，選樣亦不隨機，調查數據須打折扣。即便如此，對照同期其他民調數據

與文獻反映的史實，調查結論仍具一定可信度，可證北伐前夕的社會政治認同已發生有利於

“國民革命”的變化。北伐能在軍力遜於北方的情況下取勝，民心所向，乃重要原因。至於

這一變化對中國歷史的後來發展意味著什麼，研究者基於對歷史的“後見之明”，自可作出

不同的價值判斷與認知，不必強求同一。

[關鍵詞] 北伐前夕  “新中國柱石十人”  民意調查    國民黨 政治認同 

[作者簡介] 楊天宏，歷史學博士，曾任四川師範大學歷史與旅遊學院院長、四川師範大學

首席教授；2003年轉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重大招標課題“中

國國會會議史”首席專家。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著有《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國的近代轉型與傳統制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

社，2021年）、《口岸開放與社會變革：近代中國自開商埠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法政糾結：北洋時期羅文幹案再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等
10部著作，2部譯著，發表學術論文130餘篇，其中33篇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

國社會科學》刊出，56篇被人大複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產生較大學術影響。

a 本文係作者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中國國會會議史”（批准號：2019ZAS016）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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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革命軍北伐前夕，中國風雲變幻，波詭雲譎。此時，段祺瑞臨時執政府的統治已呈風雨

飄搖之勢。馮玉祥因奉、國矛盾，在張作霖脅迫下撤離北京。馮氏失勢使段祺瑞失去統治憑藉。

吳佩孚看准機會，利用奉張與國馮的矛盾尋求“直奉合作”，試圖東山再起。南方的國民黨則因

控制兩廣，勢力大增，形成新的南北對峙。在國民黨內部，經召開“二大”，“聯俄容共”，清

除西山會議派，“左派”與共產黨的聯繫加強，革命氣勢高漲。以此作為憑藉，廣東國民政府開

始運作大規模軍事北伐。與此同時，國民黨北方支部恢復活動，以配合南方的政治軍事舉措。種

種跡象表明，彼時的中國已處於歷史巨變前夕。

由於此前國民黨多次“北伐”均因缺乏社會基礎而失敗，此次北伐的社會心理憑藉如何，國

人的政治認同有無變化，頗受南北各界關注。為探知民意所屬，《京報副刊》舉辦了一次名為

“新中國柱石十人”的民調，調查結果為認識北伐前夕中國民心變化尤其是政治認同變化，提供

了重要依據。

對此次民調，已有學者從史實重建角度做了有價值的基礎研究。故本文對此次民調的相關事

實僅作概述，簡單交代調查過程及內容，羅列調查數據與結果，以作調查可信度分析的鋪墊。至

於主觀分析部分，則選擇既有研究忽略的內容展開論述，以示區別。a 

一、調查過程及相關調查數據統計

1926年1月4日,《京報副刊》發佈民調啟事。該刊主編孫伏園在啟事中表達對時局的極度擔
憂，指出：

（對中國而言）二十世紀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是《辛丑條約》，賠償各國四百五十兆

兩，這筆賬到現在還沒有算清。從此一步一步的往死路上跑。到了現在，幾乎沒有一條

血管裏沒有毒菌，雖然有名醫也很少挽回的希望了。

在孫氏看來，庚子以還中國已“病入膏肓”，起死回生的希望在於：“滿是毒菌的病體裏，

忽然發生出多少白血輪來，把血液漸漸的洗滌乾淨，從此走上健康的道路。”b孫氏所謂“白血

輪”是保護人體不受細菌與病毒侵害的白細胞，就國家這一“軀體”而言，則是引導其走向獨

立、自由、富強的領袖，是祛除各種病毒與細菌、救亡圖存的希望。

1月8日，《京報副刊》正式刊登“新中國之柱石十人”民意調查公告，宣佈將依託《京報》
進行測驗，選票由主持者製作，隨《京報副刊》發行。c關於投票方法，舉辦方規定，投票推舉

的“柱石十人”均由投票者自行選擇，無學者、政治家、軍人等各占多少比例之限制。若投票者

以為十人太多或太少，則“以為太多的少寫幾人，以為太少的多寫幾人”，均無不可。d

為保證調查正常進行，評選過程中，主持者推出多項措施方便讀者投票。以選票發放方式為

a 學界有關中國近代民調的論著不少，專題研究此次民調的僅見項旋：〈1926年《京報副刊》“新中國柱石十人”民意測驗探
析〉,《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124—137頁。此外，相對重要的相關成果有：拙文〈中國首次民意調查考〉，《社會
科學戰線》2021年第3期，第124—135頁；〈密勒氏報“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問卷調查分析〉，《歷史研究》2002年3
期，第65—75頁；〈軍閥形象與軍閥政治癥結：基於北洋時期問卷調查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第40—66
頁；〈民國大選期間的總統“草選舉”〉，《南開大學學報》2021年第4期，第95—108頁；〈近代國人對蘇俄的認知及其變
化：基於民意調查的分析〉，《四川大學學報》2020 年第 3 期，第54—77頁。楊程：《黨意還是民意:上海《民國日報》上
的民意檢驗 （1928—1932）》（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年）；楊勉：〈近代中國民意調查論略〉，《四川師範
大學學報》2020年第4期，第143—157頁；〈民意調查與近代中國校園文化〉，《西南大學學報》2021年第2期，第212—226
頁；〈民國時期的官辦民意調查〉，《經濟與社會評論》2022年第3期，第45—63页，均有參考價值。但既有論著對“新中
國柱石十人”民調研究尚不充分，內涵揭示不到位，尤其對當時尚屬“革命”陣營且與中共合作的國民黨的社會認同程度認
知不夠，故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b 伏園：〈1926新年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京報副刊》（合订本）第374號，1926年1月4日，第1版，第1頁。
c 伏園：〈投票啟事〉，《京報副刊》（合订本）第378號，1926年1月8日，第1版，第1頁。
d 伏園：〈1926新年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京報副刊》（合订本）第374號，1926年1月4日，第1版，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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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開始，《京報副刊》並不額外呈送票紙，讀者需從報上裁取票紙，填寫後寄回報館，讀者

對此不滿。鑒此，報館特另備若干票紙，供讀者函索。民調開始後，報館曾派人給清華學校等校

發放選票。但讀者質疑僅給部分學校分送選票而不能送到所有學校，調查結果是否可靠，值得懷

疑。就一個學校而言，若不讓全體師生投票，只讓送票者隨便拉人投票，所得結果，可信度也不

高，建議由讀者直接投票。主持人聽取各方意見後決定：“一方遵從來信者的意見，一方仍照以

前辦法，把票紙存在本刊編輯部，來信索取者給他，否則不給。”a通過這些措施，主辦者希望

能盡可能保證投票結果客觀公正。

由於用意良好，組織有序，“新中國柱石十人”民調得到部分讀者支持，社會名流如林語

堂、張申府、高佩琅、黎錦熙等紛紛參與投票。不過相比而言，參與人數較多的是青年知識分

子，其中大中專在校學生熱情最高。如署名“景宋”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許廣平、師大學生

朱嶽峙、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生李振翩，以及農大、醫大等校青年學生等，都積極參與。清華

學校“國是會”“不但把票紙代為油印，並將票數統計出來”，還把收到的60餘張票送至報館，
主動配合民調開展。

不僅如此，一些青年學生還致函編輯部，表達感想。京漢路工人學校學生寄來選票並附上

信函，稱讚《京報副刊》“徵求新中國柱石，頗足測驗民眾心理”b。北京農大學生葉雲波投票

後，致函孫伏園說：“我自見你徵求新中國柱石十人票以來，當時就想投一票來盡我一分子的責

任。那是心理躍躍，莫知所自。”c在所有投票人中，岑克明的意見最具代表性，他指出：

十個柱石能支住彪大的中國嗎？決不能的。不過先有了柱石人才作我們引導者，我

們可以跟隨他們去努力，那麼必定事半功倍的。好像眾船行海洋一般，各船有各船的撐

柁者。欲東航或西去，欲北行或南渡，在撐柁者已經胸有成竹，更得了司機生、搖槳者

或管火之類的船員，各盡厥職，開足馬力，不難探登彼岸了。d

參與者的支持肯定，給主辦者以極大鼓勵，有力推動此次民調的順利進行。

不過，作為嘗試，此次民調也引來不少質疑。批評意見可分截然對立的甲乙兩類：甲類認為

“現在中國並沒有可作柱石的人物”。劉半農、吳稚暉、陳寶森等人力持此議。劉半農最情緒

化，他在給孫伏園的信中說：“伏園，虧你發這問題！你且到清水毛坑裏去照照你的臉，你配說

這話麼？你若要說，至少再過五十年。現在是只有糞土，至多也不過磚頭瓦片而已，你若找出一

個柱石來，請挖去我眼睛!”e乙類意見截然相反，認為中國人“無一不是柱石”，僅僅十個柱石

“是萬萬不夠的”f。

對於甲乙兩種意見，主持人並不認同，認為“甲派未免悲觀，乙派則未免太樂觀”，並專門

發文論證票選“新中國柱石”的必要，指出：即便在吳稚暉所謂“百姓做皇帝”的俄國，革命之

初，也還有列寧和托洛茨基這樣的“柱石”和領袖，建設新中國又豈能不經過少數精英柱石的作

用，僅憑藉“全國人民自己赤手空拳的出來從事”？可見票選“新中國的柱石”實有必要。對所

謂“人人都是柱石”的意見，主持人也不屑一顧，認為所謂“人人都是柱石”不近事實，等同人

a 伏園：〈吐露一點消息〉，《京報副刊》（合订本）第393號，1926年1月23日，第8版，第160頁。按：下一自然段資料同此
出處。

b 伏園：〈消息再吐露〉，《京報副刊》（合订本）第396號，1926年1月26日，第7版，第183頁。
c 伏園：〈瞧瞧他們為什麼選這班人〉，《京報副刊》第404號（合订本），1926年2月3日，第8版，第123頁。
d 岑克明：〈本著良心觀察的結果〉，《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12號，1926年2月11日，第8版，第88頁。
e 伏園：〈吐露一點消息〉，《京報副刊》（合订本）第393號，1926年1月23日，第8版，第160頁。
f 伏園：〈新中國柱石十人——兩個月徵求的結果〉，《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35號，1926年3月11日，第8版，第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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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不是“柱石”。究竟需不需要選舉“柱石”，最好的辦法是“請問投票的大多數人”a。

不過，儘管對選舉“柱石”有不同意見，反對者中仍有不少人參與投票，原因在於他們並未

根本否定民意調查的作用和價值。高佩琅在給孫伏園的信中表示：

真正民意，用甚麼方法發現？我以為民意測驗，是最好不過的了。所以這次先生的

新中國柱石十人的徵求，我是十分贊成。因為這等選舉，原無利害衝突，既不受金錢的

驅使，又不受勢力的壓迫，可純粹憑個人的自由意志，和直覺的是非之心，舉他素日最

崇拜的人。它的可貴，即在這一點。b

由於認同民調，高佩琅參加此次“柱石”選舉並把選票投給梁漱溟和吳佩孚。c另一位持尖

銳批評意見的學者張申府也參與投票，他票選的“柱石”是徐謙、蔣介石、吳稚暉、魯迅、蔡元

培。d

然而，儘管主持人極力協調並得到部分讀者支持，總體而言，此次民意測驗進展並不順利，

遠未達到主持人的期望值。投票原定1月28日截止，一周後發佈結果。不料臨近截止時期的23
日，僅收回220張投票。主持人大失所望，感歎“我國人平素不大慣於這類事，所以同報紙的銷
量一比較，顯得特別令人詫異”。至投票截止的1月28日，僅收回432張選票。主持人只好決定將
投票截止日期延後一個月。e

2月28日，延展期結束，“新中國柱石十人”投票宣告終止。這次民調，各界共投出有效票
791張，按照當時民調通常有20%左右的廢票率計算f，參與人數約為949人。若孫伏園所說《京
報》每月發行量多達20餘萬份屬實，隨報發出的選票應為同等數量，以949票相除，則參與此次
投票的人僅占讀者總數的0.47%，且參與者基本為能讀報的知識階層。對此，主持人十分不滿。
孫伏園分析原因說：民國以來，國事擾攘，農工商賈受盡苦楚，欲求溫飽而不可得，故缺乏參與

投票的熱情。由於未得到期望的配合，他甚至詛咒農工商賈“應該吃苦”，“因為只有他們對於

選舉最是漠然”g。不過，考慮到北洋時期其他民調參與者少則百人，多則千人上下，僅有一次

超過5000人。h與之比較，此次民調參與者接近千人，居中等規模，雖非上乘，亦屬差強。

投票結束後，經十餘天統計分析，1926年3月11日，《京報副刊》正式公佈“新中國柱石十
人”民意測驗最終結果。當選者名次、得票數等情況如下：

a 伏園：〈1926新年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京報副刊》（合订本）第374號，1926年1月4日，第1版，第1頁；
孫伏園：〈新中國柱石十人——兩個月徵求的結果〉，《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35號，1926年3月11日，第8版，第88
頁。

b 高佩琅:〈發表投票的疑問〉，《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07號，1926年2月6日，第8版，第48頁。
c 高佩琅:〈中國的個半男性的男子〉，《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16號，1926年2月20日，第7版，第119頁。
d 張申府:〈終於投一票〉，《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11號，1926年2月10日，第6版，第78頁。
e 主持人期待讀者踴躍投票，在延期聲明中指出：“在一月中，報紙上登著的票紙數達二十餘萬，而收到的，令人失望也令人
滿意，卻還不到五百票⋯⋯京外投票者還只是近畿的各省。”孫伏園：〈截止日期聲明不截止〉，《京報副刊》（合订本）
第401號，1926年1月31日，第8版，第120頁。

f 在投票人不甚懂得“選舉”規則的環境條件下，20%的廢票率是比較正常的。例如，北京高等師範民意測驗共收到931張選
票，其中廢票有 179張，占19.23%，非常接近20%的廢票率。參見〈高師紀念日之“民意測驗”〉，《民國日報·覺悟》
1923年1月14日，第1版；〈高師紀念日之“民意測驗”（續）〉，《民國日報·覺悟》1923年1月15日，第2—3版。

g 楊果真：〈我們要不要學盛京時報？〉一文之孫伏園按語，《京報副刊》（合订本）第398號，1926年1月28日，第8版，第
200頁。

h 參見楊天宏：〈密勒氏報“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問卷調查分析〉，《歷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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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新中國柱石十人”民調的投票結果a  

排序 姓氏 得票（張） 得票率（%）**

第1名 蔡元培 471.7* 59.63%

第2名 汪精衛 464 58.66%

第3名 蔣介石 456.1 57.66%

第4名 吳稚暉 396.1 50.08%

第5名 馮玉祥 352.3 44.54%

第6名 王寵惠 246 31.10%

第7名 陳獨秀 242 30.59%

第8名 李烈鈞 193 24.40%

第9名 于右任 170 21.49%

第10名 徐謙 167 21.11%

*   投票結果出現小數的原因在於，有幾位投票者兼用分數，故調查結果統計也按分數計算。下文“柱石外的柱石”表中的票數中也
有部分小數，原因同此。資料來源：孫伏園：〈新中國柱石十人——兩個月徵求的結果〉，《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35號，
1926年3月11日，第8版，第88頁。按 照主辦方制定的投票規則，此次“選舉”係每人限投一張選票，每張選票寫10個“柱石”。

** 本文所謂“得票率”，是指被選舉人所得選票與投票人數的比率。表2同，不另注。

名單公佈後，考慮到一些未能入圍“柱石十人”者，其得票情況既可說明他們在投票人心中

的地位，也可與前十名進行比較，因而在開列“柱石十人”名單及其得票後，主辦者又於3月15
日發佈《柱石外的柱石》調查報告，公佈得票10票以上未入選“柱石十人”的59人名單。b鑒於

兩個名單均未區分入圍者的職業資訊，不便問題分析，茲參照既有研究成果並稍加損益c，將兩

類“柱石”略作分類，把得票10票以上且位列每類前10名（外交、工商不及10人）的名單、票數
及排名，表示如下：

表2   “新中國柱石”民調投票結果分類統計 d

類別 姓氏 得票
類排名/
總排名

得票率 % 姓氏 得票
類排名/
總排名

得票率 %

政治
汪精衛 464 1 / 2 58.7 李石曾 150 6 / 12 19.0

吳稚暉 396.1 2 / 4 50.1 胡漢民 145 7 / 14 18.3

a 伏園：〈新中國柱石十人——兩個月徵求的結果〉，《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35號，1926年3月11日，第8版，第88頁。
b 對未列入“柱石外的柱石”即得票少於10票者，副刊編輯部有簡單交代，指出得9票者有3人，得8票者10人，7票者1人，6票
者9人，5票者9人，4票者13人，3票者20人，2票者50人，1票者177人。對得票9票以下者，均未羅列姓氏。詳見〈柱石外的
柱石〉，《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39號，1926年3月4日，第8版，第120頁。

c 所作損益，主要是將項旋文中“文教類”的吳稚暉、陳獨秀、李石曾、李大釗歸入政治類，並對各類入表人物做了不超過10
人的限制，原因在於位列各類第10名之後者影響相對較小。另外，考慮到人物歸屬或有交叉，一些人可能跨類，本文以較能
反映調查時段入選人主要思想行為特徵的職業或言行作判斷根據。如陳獨秀和李大釗既積極參與政治，又從事文化教育。但
二人此時更重要的身份為中共領袖，主要作用和影響在政治領域，故置於政治類。再如梁啟超、章太炎，曾深度參與政治，
是政治家、思想家，但此時已很少參與政治，一心從事文化教育，故歸入文教類。蔡元培在國民黨“二大”經孫中山提名，
當選國民黨候補中央監察委員，國民黨人的身份認同使他不可能完全規避政治，但1916—1927年間，他斷續擔任北大校長，
主要執掌是北大校務，故將其列入文教類。其他人的歸類也有類似情況，不一一列舉。再則，項文在羅列入選人情況時，將
何香凝、劉清揚、宋慶齡3人列入“女界”，與政治、軍事、外交、文教、工商類並列，因其分類不倫，本文刪去表中“女
界”類，而以文字論列。

d 伏園：〈柱石外的柱石〉，《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39號，1926年3月15日，第8版，第120頁；伏園：〈新中國柱石十
人——兩個月徵求的結果〉，《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35號，1926年3月11日，第8版，第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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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姓氏 得票
類排名/
總排名

得票率 % 姓氏 得票
類排名/
總排名

得票率 %

政治

陳獨秀 242 3 / 7 30.6 唐紹儀 89 8 / 17 11.3

于右任 170 4 / 9 21.5 李大釗 88 9 / 18 11.1

徐謙 167 5 / 10 21.1 黎元洪 29 10 / 36 3.7

軍事

蔣介石 456.1 1 / 3 57.7 閻錫山 69 6/ 27 8.7

馮玉祥 352.3 2 / 5 44.5 何遂 63 6 / 24 8.0

李烈鈞 193 3 / 8 24.4 譚延闿 51 7 / 27 6.4

吳佩孚 166 4 / 11 21.0 段祺瑞 27 8 / 27 3.4

孫傳芳 70 5 / 23 8.8 張之江 29 9 / 39 2.5

外交

王寵惠 246 1 / 6 31.1 顏惠慶 47 5 / 28 5.9

王正廷 112.4 2 / 16 14.2 黃郛 14 6 / 57 1.8

伍朝樞 79 3 / 20 10.0 施肇基 12 7 / 60 1.5

顧維鈞 72 4 / 22 9.10 龔光遠 12 8 / 62 1.5

文教

蔡元培 471.7 1 / 1 60.0 范源濂 58 6 / 26 7.3

梁啟超 157 2 /12 19.8 錢玄同 42 7 /29 5.3

胡適 122.5 3 / 15 15.5 馬寅初 39 8 / 30 4.9

魯迅 80 4 / 19 10.1 徐寶謙 39 9 / 31 4.9

章太炎 73 5 / 21 9.2 周作人 36 10 / 42 4.6

實業 張謇 32 1 / 32 4.0

上表共錄39人，較之調查公佈得票10票以上的兩類“柱石”69人少30人。這是作者受篇幅限
制及行文簡約的考慮，剔除各類第10名以下或雖進入前10名但得票不足10票、缺乏展示意義的得
票人之結果。

需要說明的是，表內人物均為男性，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女性入圍“柱石”。在《京報副刊》

公佈的“柱石外的柱石”中，有何香凝、劉清揚、宋慶齡3位女性入圍。因3人均未進入各類入圍
者前10名，故表內闕如。a（對女性的分析詳後）

與同期多數民調相較，此次民調最大的特點和優長之處是鼓勵讀者在票上附寫投票原因，並

承諾在評選過程中連同選票擇要在《京報副刊》登載。孫伏園在柱石投票“啟事”中表示：票末

如有文字說明，不論多寡，均表歡迎。b這一規定引來眾多投票原因陳述，所提供的民意資訊，

遠超單純投票作出的非此即彼的認同判斷，帶有投票人的思想認知和情感傾向，是深層次的“民

意”表達。這對認識當時中國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調查材料。

1月23日，鑒於返回的投票中已有部分附帶說明，主持人決定在投票結果尚未產生的情況

a 〈柱石外的柱石〉，《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39號，1926年3月4日，第8版，第120頁。
b  在報刊中公開披露署名者投票理由的方式，在民國時期的民調中並不常見。例如，1922年《密勒氏評論報》的“當今十二
位大人物”問卷調查的規則之一就是“投票人之姓名無庸署於選票中，但可附一署名信函說明選舉某人之理由，主持人將嚴
守秘密，不公開署名信劄。 “Who are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 ?” 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 Formerly Millard’s 
Review, Shanghai, October 14, 1922, 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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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率先發表部分投票情況a，並於2月1日起，在《京報副刊》刊登已收回的投票及相關說明。b

最初刊登的投票說明包含投票人對被選舉人的認知。如主持人收到的第18張投票所附說明
稱：蔡元培等人是“言論主見可以號召全國者”，嚴修等人是“言論主見可以號召全國而無表示

者”，閻錫山等人是“實心任事確有成績者”，唐繼堯等人是“武力可以號召一部分人者”，張

之江等人是“後起英秀須過數年方可加評者”c。也有讀者在投票說明中表達對某些頭面人物的

不滿，希望新生力量取而代之。一位投票人寫道：今日中國，在政治上首先應將過時無用者統統

棄置，“第一要滾蛋的就是一班遺老遺少，第二要教他們死無葬身之地的是學經濟、法律、政治

的混吃蛆蟲”，認為諸如段祺瑞、王士珍、趙爾巽、許世英、龔心湛、章太炎一類老頑固和無用

之人，“都該退避賢路”d。

由於採用投票說明的辦法並將部分說明在報上公佈，此次民調參與者雖未達到預期數量，作

用和社會影響卻不可小覷。相關調查數據反映的北伐前夕社會心理變化，尤具認識價值。

二、調查揭示的社會心理與政治認同變化

對此次民調揭示的民心向背變化，學界已有少許前期研究。歸納所論，要點凡四：其一，此

次民調結果揭示出大革命前夕各界對南北軍政勢力此消彼長的認知，反映軍閥逐漸式微，其統治

已不得民心。其二，國民黨及與國民黨關係密切者有7人入選“柱石十人”，揭示該黨在國人尤
其是知識階層認知中從邊緣到中心的地位變化，預示國民黨在政治上重新崛起。其三，民初及北

洋時期職業外交家群體的表現得到各階層廣泛認可，中國外交的職業化與專業特色正在凸顯，作

用日漸擴大。其四，調查結果反映新文化運動後十餘年間，國人尤其是知識界對社會思潮變化的

觀感。e

這些論述，緊扣此次民調反映的北伐前夕中國社會心理變化，不乏見地，但也存在一些疏

漏。主要問題在於對國民黨及親國民黨軍政勢力的社會認同度變化缺乏整體考量，對調查反映的

北伐前夕國人的政治認同變化關注不夠。本文擬就既有研究相對忽略的這一方面內容加以闡釋，

以揭示此次民調的深層內涵與意義。

（一）“國民黨�”f眾��員成為各界矚目的國家“柱石”
如表1、表2所示，在兩個層次的入圍“柱石”中，“國民黨系”人物得票與排名明顯靠前，

社會認同度最高。該黨入圍“柱石十人”者有蔡元培、汪精衛、蔣介石、吳稚暉、王寵惠、李烈

鈞、于右任、徐謙等8人。蔡元培以其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的兼容並包改革，以及對新文化運
動的推動，得到作為投票主體的青年學生擁護，他位列“柱石10人”之首，自屬眾望所歸。汪精
衛入圍“柱石十人”，排名第二，與他曾刺殺攝政王載灃未遂入獄，獲反清革命“烈士”的口碑

有關，也與他此時展示的激進左翼面目有關。由於標榜繼承孫中山遺志，思想激進，汪成為國民

黨“聯俄容共”政策的奉行者和“左派”領袖，聲名遠播。孫中山去世不久舉行廣州國民政府主

a 伏園：〈吐露一點消息〉，《京報副刊》（合订本）第393號，1926年1月23日，第8版，第160頁。
b 伏園：〈瞧瞧人家選的什麼？〉，《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02號，1926年2月1日，第8版，第17頁。
c 第439票的投票的分類與18號不同，聲明系按韋青雲《縮小中央整理地方》一文中提出的辦法，將票選人物分為外交、財
政、軍政、教育、內務、司法、交通、農林、工業和商業10類。伏園：〈瞧瞧他們為什麼選這班人〉，《京報副刊》（合订
本）第404號，1926年2月3日，第8版，第123頁。

d 伏園：〈瞧瞧他們為什麼這樣選（三）〉，《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05號，1926年2月4日，第8版，第31頁。
e 項旋：〈1926年《京報副刊》”新中國柱石十人”民意測驗探析〉，《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132—135頁。
f 本文所謂“國民黨系”，包括同盟會、國民黨、中國國民黨三個雖呈階段性區別但組織系統及政治傾向有一定承續關係且都
具有某種“革命性”的政黨統系。文中涉及到的軍政人物不一定在國民黨系發展的三個階段均列名，其中一些人僅參加同盟
會，一些人僅參加國民黨，一些人僅參加中國國民黨，但也不乏三個階段均列名其中者。



楊天宏：北伐前夕的政治認同變化——基於  “新中國柱石十人”  民意調查的分析

27

專

稿

南
國
學
術 —

 

澳
門
大
學
學
報

席選舉，參與投票的汪以全票當選，雖留下“自己選自己”a的笑談，亦可見其在國民黨內的認

同度。除了蔡、汪二人，進入“柱石十人”的國民黨人還有徐謙。與汪一樣，徐也是國民黨“左

派”成員，曾任國民黨北京分部主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參與領導北京國民會議運動，1925
年7月任廣州國民政府委員。“3·18事件”後徐謙與李大釗一起被臨時執政府通緝。激進的思想
政治主張和鮮明的個性是他能入選“柱石十人”的重要原因。b

與汪、徐同屬國民黨“左派”的何香凝、宋慶齡、顧孟餘則進入“柱石外的柱石”，兩類

“柱石”中國民黨“左派”共5人。被視為“右派”的國民黨要員戴季陶、胡漢民、馬君武、吳
稚暉、李石曾、孫科6人也入選此類“柱石”。除了左、右兩派要員，還有一些重要的左右立場
不甚分明的“國民黨系”重要人物入圍“柱石外之柱石”，包括唐紹儀、譚延闿、黃郛、易培

基、王寵惠、王正廷、伍朝樞、何遂8人。c分類以觀，在入圍“柱石十人”的名單中，蔡元培、

汪精衛、蔣介石、王寵惠4人分別佔據政治、文化、軍事、外交四大門類第一名，位置十分顯
赫。

在入圍各類“柱石”的“國民黨系”人物中，軍政實力派的社會認同度變化值得關注。其中

蔣介石的認同度變化最為明顯。1922年底《密勒氏評論報》舉辦“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民調
時，蔣介石僅得4票，在得票4票以上的171位“大人物”中處墊底位置。d然而時隔4年，蔣介石
的地位與聲望急劇上升。在此次民調中蔣得到456票，進入“柱石十人”之列，排名第三，僅次
於蔡元培和汪精衛。在軍事類“柱石”中，蔣介石位列榜首。蔣地位上升的原因在於通過主持黃

埔軍校，發展軍事實力，在政治上他騎牆中立，意存觀望，後來被指斥的“新右派”立場此時尚

未顯露，故不少國人對之抱有希望。一些投票人稱贊他是“有主義的極端實行家”e，認為“他

的黨軍制可救國”f。孫伏園在調查結果公佈時曾撰文介紹蔣，稱其取得“成功”的原因“就是

幹，就是認真幹”，孫特別強調指出：

認真肯幹是他的好處。他的毛病，也就在這兒，就是剛愎，就是把持。以前是這

樣，但我後來看見他，已有些不然了。總之，軍事上，他是大有希望的一個人。g

孫伏園甚至將蔣介石與托洛茨基相提並論，認為他們“性情也有些相同”h。孫氏評價，並

非過譽。不過孫的評論也有局限，他只提到軍事而未言及其他。蔣介石能引領北伐取得成功，結

束軍閥割據局面，成為中國最高權勢人物且維持二十餘年，洵非偶然，也決非單純依靠軍政手段

運作，一段時間內的民意所向，應為更重要的社會心理成因。“新中國柱石十人”的調查數據，

清楚說明了這一點。

除了蔣介石，譚延闿得到的認同也值得關注。譚延闿在此次民調中得63票，總排名25，在軍
事人物類排名第七，票數與排位在69位入選者中居中上位置。譚在1912年被袁世凱任命為湖南都

a 鄒魯：《回顧錄》，沈雲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輯第665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167—168頁。
b 劉國銘：《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下），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年，第1954頁。
c 唐紹儀，1912年加入同盟會，1917年南下護法，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和國府委員。譚延闿，1924年國
民黨“一大”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易培基，同盟會員，1924年擔任孫中山駐北京全權代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任國民
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于樹德，同盟會員，1922年經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共。何遂，同盟會員，北京政變後創建國民聯軍，歡
迎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外交類的“柱石”王正廷、王寵惠、伍朝樞、黃郛等人均係“同盟會—國民黨—中國國民黨”一系
的重要人物。詳後。

d Who are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 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 Formerly Millard’s Review, Shanghai, October 21, 
1922, p.261.

e 孫伏園：〈瞧瞧他們為什麼這樣選（三）〉，《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05號，1926年2月4日，第8版，第31頁。
f 孫伏園：〈瞧瞧他們為什麼選這班人〉，《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04號，1926年2月3日，第8版，第123頁。
g 孫伏園：〈蔣介石先生〉，《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35號，1926年3月11日，第6版，第84頁。
h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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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1918年在桂系軍閥陸榮廷支持下再任湖南都督，曾被視為地方軍閥。1923年譚氏轉而追隨孫
中山，成為國民黨內少數幾個“疆吏”級別（擁有省級地盤）的實力派軍政人物。之後譚歷任大

元帥大本營內政、建設部長，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a他能轉變立場，成為孫中山及國民革命

強有力的支持者，是孫中山人格魅力及國民革命感召的結果，也是他能入圍“柱石外的柱石”的

原因，而他的加盟，無疑壯大了國民黨及其“黨軍”的聲勢與社會影響。

（二）加�國民黨後中共�袖的社��同度提高
中共成立初期人數甚少，處於秘密活動狀態，缺乏社會認知，認同度自然不高。從1924年國

民黨“一大”開始，在共產國際和蘇聯指導下，國民黨實施“聯俄容共”政策，部分中共領袖以

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成為國民黨“左派”之一員，投身於國民革命。雖然1926年初，國民黨
左、右分化明顯，“新右派”憑藉擁有的軍事實力開始防範中共，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人在國民

黨內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擠，但因積極宣傳“反帝”“反軍閥”政治主張，其社會影響仍得以提

升。從調查結果看，陳獨秀入圍“柱石十人”名單，排名第七，李大釗、惲代英、劉清揚、譚平

山、陳啟修、于樹德、邵飄萍b等7人進入“柱石外的柱石”，兩類“柱石”共有8位中共黨人，
占總入選人數的12.0%，入選率僅次於國民黨，在同時期各黨派中位列第二。儘管黨派身份處於
秘密狀況，投票人不一定知曉其中共黨人身份，但其思想政治主張及言論行動卻廣為人知。他們

入選“新中國柱石”，說明在“大革命”高潮即將興起時期，因加入國民黨並致力於國民革命，

中共的思想政治主張已逐漸為人知曉，其影響及社會認同度開始突破建黨初期秘密活動所能達到

的時空範圍。

（三）國民軍軍政人物����“�中國柱石”
此次調查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國民軍系列的軍政人物大量入圍“新中國柱石”。馮玉祥進

入“柱石十人”，國民軍要員進入“柱石外的柱石”者有薛篤弼、岳維峻、孫嶽c、張之江4人，
合之國民軍系列共5人進入“新中國柱石”，在全部69位“柱石”人物中占比7.25%。作為單一的
軍政團體，這是較高的占比。d

在國民軍頭面人物中，馮玉祥的得票及排名值得關注。從表1可見，馮在此次選舉中得票
352.3張，在“柱石十人”中排名第五，位列王寵惠、陳獨秀、李烈鈞、于右任、徐謙之前，得票
率為44.54%，十分顯眼。
馮玉祥在民眾心中的地位曾經歷較大起落。北京政變後，尤其是在國、奉矛盾凸顯後，馮遭

到奉張排擠，吳佩孚東山再起也對馮構成壓力，使其逐漸邊緣化，其在國人認知中的地位已大幅

度降低。e國民革命興起後，馮玉祥逐漸脫離直系軍閥窠臼，將麾下各部改造成“國民軍”，政

治上接近國民黨，外交上向蘇俄靠近，雖失去部分固執傳統觀念者的投票，卻贏得左翼知識分子

a 1924年國民黨“一大”時譚延闿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同年9月任建國軍北伐總司令。國民黨“二大”時當選為中央常
務委員。後任武漢國民政府中央政治局委員會主席。可見譚已脫離舊軍閥窠臼。

b 邵飄萍出現在“柱石外的柱石”名單中，總排名64，類排名在10之後，于树德也未进入分类柱石前10，本文表2僅收錄每類
前10名，故無其名。詳見伏園：〈柱石外的柱石〉，《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39號，1926年3月15日，第8版，第120頁。

c 孫嶽1907年入同盟會，未見入國民黨，但與中共有接觸，吳光新在與馮玉祥等人聚會時公開說：“孫嶽是個共產黨，我們大
家都要小心他！”馮玉祥：《我的生活》，長沙：嶽麓書社，1999年，第382頁。

d [蘇]A.B.勃拉戈達托夫：《中國革命紀事》，李輝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第71頁。
e 澳大利亞人菲茨傑拉爾德在北京曾親眼目睹的一件事，可證此點。他說北京政變後不久，一位警員在街頭抓到一個小偷，將
其捆綁，並按當地習俗讓被盜人痛罵小偷，以發洩心中憤怒。被盜者最初用不堪入耳的髒話破口大罵，但圍觀路人都覺得不
過癮，無人喝彩。被盜人突然改變罵法，提高嗓門道：“你這個傢伙，你，簡直就像馮玉祥！”話音剛落，“罵得好！罵
得好！”喝彩聲頓時響成一片。圍觀者之所以喝彩，是因為按照傳統觀念，背叛主子是一種有違道德的卑劣行徑。[澳]CP菲
茨傑拉爾德：《為什麼去中國：1923—1950年在中國的回憶》，郇忠、李堯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第77—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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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思變心切的青年學生的認同。他能入圍“柱石十人”，與其因時轉移，追隨國民革命潮

流，脫離舊軍閥窠臼，改建國民軍，思想政治主張逐漸靠近國民黨與蘇俄，並貌似有基督教信

仰，顯得“西化”和“開明”有關。

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孫中山、張作霖、盧永祥組成反直“三角同盟”。國民黨人徐謙、鈕永

鍵、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常與馮玉祥聯繫，勸其聯合奉、皖，推翻直系軍閥。對此，馮積極

回應，竭力訓練部隊以加強軍事力量，並與北方將領孫嶽、胡景翼等秘密聯盟，決心倒戈。1924
年的北京政變，很大程度上是馮玉祥與國民黨共謀實施。

在思想觀念上，馮積極向國民黨靠近。馮玉祥1926年訪俄期間，曾於6月17日致函蔣介石、
譚延闿，表示：“救國之方惟有遵照總理中山先生遺訓，從事於國民革命。”a曾在國民軍供職

的軍事顧問普里馬科夫指出：“（國民軍）與國民黨達成協議，並宣佈革命綱領，會使馮玉祥得

到廣大群眾的支持，會大大加強國民軍的政治地位。”在組織上，馮玉祥極力容納國民黨人。

1925年8月，馮玉祥開辦“培訓大學生的學校”，召集了大約1000名大學生。這是一些滿腔熱情
的青年，“他們當中有180名國民黨員，多數是左派”b。最能說明馮玉祥政治轉變的是五原誓

師。1924年9月17日，國民軍在五原舉行誓師授旗典禮，宣佈成立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部，馮玉祥
就任聯軍總司令。全體國民軍官兵參加了此次典禮，隆重舉行易旗儀式，將“五色旗”更換為

“青天白日旗”。馮玉祥當場宣佈：為表明國民軍忠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決心出師北伐，國民

軍全體將士加入中國國民黨c。

國民黨“黨化”教育的特色很快體現在國民軍官兵的儀容上：每個官兵的右臂衣袖上，均佩

戴印有青天白日章的布條；馮玉祥為國民軍設計的八角帽，也配有青天白日徽章。d

對馮玉祥政治立場的轉變，吳佩孚有敏銳的觀察。1925年12月31日，吳佩孚通電表示結束討
奉。次年1月5日，吳與張作霖達成協議，借用時人將馮玉祥及其領導的國民軍與廣州國民政府視
為“南北二赤”e的政治定位，宣佈共同“討赤”。布勃諾夫說，馮玉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

國民革命運動的思想⋯⋯這是無可爭辯的”f。

馮玉祥及其部將轉變政治立場，脫離軍閥窠臼，向國、共兩黨靠近，參與國民革命，得到較

大社會認同，是其入圍“新中國柱石”的重要原因。

（四）“軍閥”分��“�軍閥”��“柱石”
與國民黨及親國民黨系的國民軍頭面人物聯袂入圍“柱石”不同，曾被國人寄予希望的“軍

閥”在國人認知中呈分化狀態。此時，“舊軍閥”中多數人開始失卻民心，第二代軍人即所謂

“新軍閥”興起並得到一定的社會認同。

在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前，直系軍人通過直皖戰爭和第一次直奉戰爭，先後打敗控制中央政

權的皖系和雄踞東北的奉系，內政上宣佈恢復“法統”，重開國會，制定憲法，選舉總統，外交

上實踐“聯美制日”路線，得到部分知識分子的擁護和社會認同，因而在早期中國的民意調查

中，民意支持度較高。有研究表明，儘管良莠不齊，有不少禍國殃民的軍人混跡其間，“軍閥”

a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馮玉祥給蔣介石、譚延闿的信》（1926年6月17日），來新夏等編：《北洋軍閥史》下冊，天
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011頁。

b [蘇]維·馬·普里馬科夫著：《馮玉祥與國民軍：一個志願兵的劄記（1925—1926）》，曾憲權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
出版社，1982年，第104頁。

c [蘇]維·馬·普里馬科夫著：《馮玉祥與國民軍：一個志願兵的劄記（1925—1926）》，第158頁。
d 簡又文：《馮玉祥傳》，見彭明哲主編：《傳記文學書系》，長沙：嶽麓書社，2016年，第220頁。
e 非赤：〈最近時局變化及其關係人物之推測〉，《孤軍》第3卷第6期，1925年11月，第2—6頁。
f [蘇]亞·伊·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1981年，第3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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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次民調中的平均得票率仍然達到29.20%。在近乎“海選”的民調中，這是較高的得票率。a

然而，在“大革命”勃然興起，“反帝反軍閥”呼聲高漲的新語境下，曹錕、張宗昌一類

“舊軍閥”漸失民心。一些新的或“亦新亦舊”的軍政人物因擁有一定社會心理支持，未被列入

應打倒的“軍閥”之列。b

其中吳佩孚最為典型。如前所述，儘管被孫伏園在調查“啟事”中近乎點名指斥為“軍閥”,
稱其政治軍事上的所作所為讓國人失望，應遭民眾拋棄，儘管經歷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失敗，其力

量已嚴重削弱，甚至到了寄人籬下、依託其他軍閥以謀生存的艱難地步，在此次評選中，吳佩

孚仍然得到166票，得票率20.99%，排名第11位。雖未進入前十，擁躉仍復不少，被認為有“民
主”觀念與“愛國”意識，“可以號召”一部分人。c可見儘管遭遇戰爭失敗，吳佩孚的社會影

響猶在。

段祺瑞進入“柱石”行列則與其“三造共和”名聲所造成的“新派”印象有關，第二次直奉

戰爭中段與孫中山聯手對抗直系，同國民黨有所交集，與“舊軍閥”有別。張作霖父子入圍“柱

石外的柱石”d或有爭議。以往都認為張作霖只是一介武夫，是舊軍閥，張學良不過紈絝子弟，

其實張氏父子也有“新”的一面。他們能入圍，與其在東北的改革成效有關。在直奉戰後國家重

建過程中，有不少人看好張作霖，希望他“以其真正救國之廢督裁兵主張，本身作則，成就和平

統一事業”；“中年以前，作世界第一仗義之軍人，中年以後，作世界第一造福之救主”。父既

如此，子亦被寄希望。e張氏父子之外，被視為“軍閥”進入軍事類“柱石”前10名的還有孫傳
芳。孫在控制江浙期間實施“大上海計畫”，得到包括丁文江在內的一幫知識分子擁戴。加上

閻錫山，進入軍事類“柱石十人”之列的“軍閥”共有6人。在“打倒軍閥”已成時代“話語”
（discourse）的背景下，這些人能被視為“新中國柱石”，可見在部分時人眼中，其身份認同開
始發生變化，已不盡是傳統意義的“軍閥”。但因新舊分化，“新軍閥”人數不多，其中一部分

（如閻錫山，1927年擔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有接近國民黨系的傾向，分散了這一群體的社
會認同度和影響。

根據以上分析，並參照《京報副刊》公佈的69位“柱石”名單，可對入圍新中國“柱石”的
重要人物的黨派背景作出歸納總結。請看下表：

表3   入圍新中國“柱石”重要人物的黨派背景

黨、系 派 入圍人選 人數

國民黨系

左派 汪精衛、徐謙、何香凝、宋慶齡、顧孟餘 5

右派 戴季陶、胡漢民、馬君武、吳稚暉、李石曾、孫科 6

中間派
蔡元培、蔣介石、李烈鈞、于右任、唐紹儀、譚延闿、黃郛、易
培基、王寵惠、王正廷、伍朝樞、何遂

12

a 值得注意的是，北洋中期以前的民調均以讀書人為主要調查對象。傳統中國文武暌隔，“文人”最看不起“武夫”，美國
學者白魯恂（Lucian W. Pye）在分析《密勒氏評論報》民調時注意到，此次民調投票者主要是學生和商人，他認為：“這
一組人群是最不尊重督軍的，若是調查在更大範圍內進行，將會出現對軍事領袖更高的支持率。”Lucian W. Pye, Warlord 
Politics: 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71, p.123.

b 北洋時期中國知識界日益趨新，但觀念上的新舊認知與今人尚有區別，所界定的“新軍閥”大致介於新舊之間。
c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年，第351—352頁；孫伏園：〈瞧瞧他們為什麼這樣選（三）〉，《京報副刊》第405號，1926年2月4日，第8版，第31頁。

d 張作霖得票19，排名47，張學良得票17，排名53。二人均入圍“柱石外的柱石”，因沒進入軍事類前10位置，故表2未收
錄。

e 孟森：《救國與伐罪之界劃》（1924年11月），《孟森政論文集刊》，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1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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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系 派 入圍人選 人數

共產黨
國民黨左
派

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劉清揚、譚平山、陳啟修、于樹德、
邵飄萍

8

國民軍系 親國民黨 馮玉祥、薛篤弼、孫嶽、岳維峻、張之江 5

“軍閥” 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張學良、閻錫山、孫傳芳 6

前研究系 梁啟超 1

前交通系 葉恭綽 1

其他

親國共 郭沫若 1

無明顯黨

派者

69位入圍“柱石”者中除上列45人外的其他人，如張謇、胡適、
范源濂、馬寅初、徐寶謙、蔣百里、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張
競生等

24

（案：郭沫若在此次民調時尚無明確的黨派歸屬，1927年才加入中共；邵飄萍1925年加入中共，1949年後追認為“革命烈士”；孫
嶽為曾經的同盟會成員，張競生、錢玄同雖曾加入同盟會，但此時主要從事文教事業，似不甚關注或參與黨派政治。）

上列名單與統計數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國民黨與親國民黨人物的數量與比例。表中“國民

黨系”入圍者為23人，益以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8人共31人。若把政治上傾向共產黨且稍後入
黨的郭沫若也計算在內，則國民黨入圍人數達32人。若再把與此次民調舉辦幾乎同時宣佈“全體
加入國民黨”的國民軍5位入圍將領計入，則國民黨系及親國民黨的人數將達到37人a，占總入

圍人數69人的53.6%，超過總數之半。至於國民軍，其最高統領馮玉祥不僅“親國”，而且“親
共”，在蘇聯考察期間率先加入國民黨，不久又宣佈國民軍全體加入國民黨（先後加入）。郭沫

若在此次調查舉辦時雖未見加入黨派，但政治上傾向國、共兩黨，北伐初期曾擔任北伐軍總政

治部宣傳科長、副主任，是國民黨倚重的要員。1927年國共分裂後郭加入中共，其“左翼”政
黨的身份認同十分明顯。邵飄萍1925年經李大釗和羅章龍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與國民黨
“左派”保持密切聯繫。而秉持“無黨”立場的胡適，此時對國民黨也寄予莫大的政治期望（詳

後）。

在國民黨系“柱石”中，王寵惠、王正廷、伍朝樞、黃郛屬外交界的重量級人物。b4人均有
同盟會或國民黨背景，能聯袂入圍“柱石”，格外引人矚目。眾所周知，直系控制北京政權、顧

維鈞主持外交時期，中國外交界曾表現出某種程度的“職業化”傾向，外交家標榜政治中立，認

為“將國內政治與對外關係混為一談，直是中國的災難之源”c。在此背景下，講求政治立場的

國民黨系外交家相對邊緣。中蘇建交談判中具有“南方身份”的王正廷被顧維鈞排擠出局，可以

說明這一點。然而時移勢易，此次民調，國民黨系10票以上入選者佔外交類“柱石”之半，顯示
國民黨系在外交認同上已逐漸爭回地位。這與國內政治的認同變化形成呼應，極大增強了國民黨

a 這37人中相當一部分人是國民黨人，或虽係他党却與國民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入選的中共領袖
全部加入國民黨，其公開身份是國民黨，其中共的身份被隱藏。投票人多半將其視為國民黨人，故可悉數計入國民黨。

b 黃郛，同盟會員，國民黨分化後的新政學系首領，曾幫助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政治上傾向中國國民黨。王寵惠，1911年入
同盟會,1927年4月任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部長。伍朝樞1924入中國國民黨，曾任國民黨中央商務部長。王正廷1907年加入同盟
會，民初唐紹儀內閣時以國民黨人身份擔任工商次長。王的國民黨身份一度有爭議，黃季陸說：“當時在南北政治對峙的複
雜情況下，很多人將王正廷先生列為北洋政府的要角。其實，王正廷先生是革命的開國元勳，在黨內有著重要的地位，他一
直暗中代表孫中山先生在北方議會作主持人。”（胡有瑞、盧申芳編：〈王正廷先生百年誕辰口述歷史座談會紀實〉，《近
代中國》（臺灣），1982年第29期，第72—73頁。）有關王正廷的情況，本文采黃季陸之說。

c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1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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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親國民黨派系的社會影響。

要之，“國民黨系”在此次“選舉”中的入選人數和比例，超過任何其他單一派系，可謂大

獲全勝。這一投票結果展示的社會認同揭示了中國政治文化之新舊及南北關係的新態勢。國民黨

系及親該黨系之軍政人物在此次民調中的超常得票數與排名，說明南北新舊勢異過程中“南派”

及“新派”勢力的社會認同度正迅速擴大。

“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a。與政治、軍事、外交的認同變

化相表裏，在文化教育領域，調查反映的社會心理與認同變化也異常明顯，而文教領域的認同變

化，對反映北伐前夕的民意更具根本性。調查結果顯示，蔡元培入圍 “柱石十人”，加上入圍
“柱石外的柱石”的18人b，文化教育界共19人，占兩類柱石總人數69人的27.5%（與前述黨派入
選者分類略有交叉）。值得注意的是，這19人幾乎全是新文化和現代教育的推進者，儘管其中可
以區分出急進與緩進。這一投票結果，說明經過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洗禮，國人的思想文化認

同已發生巨大變化，教育領域也基本形成新派擁躉門庭若市，傳統一派卻已呈秋蟬難鳴的悲涼局

面。而文教領域的變化，從社會心理根基上顛覆了國人對現實政治的認知。

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實業界入選“柱石”的情況。如表所示，實業界無人入選“柱石十

人”，只有張謇一人以32票入圍“柱石外的柱石”名單，不僅得票少，排名也僅居中，在69位被
選舉人中居第32位。近代以來，國人一反“重農抑商”觀念，提出“商戰”主張，不少人都有
“實業救國”觀念，工商業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重視，此次票選的結果不免讓人感到意外。這一投

票結果，大概是投票人受到現實政治“黑化”c的刺激，希望以激進的政治、軍事與“新文化”

手段挽回局面，認為工商界以“實業救國”雖甚重要，但過於迂闊，緩不濟急，難以改變現實。

至於被今人視為“半邊天”、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女性，進入前69人名單者共3人，排列女性
第一的是何香凝，得29票，總排名35位。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中共黨人、張申府的妻子劉清揚
排列第二，得18票，總排名51位。宋慶齡居於其後，得15票，總排名第56位。入選人數占入選總
數69人的4.3%，而男性入選人數占95.7%，三人得票率分別占總投票數791票的3.66%、2.27%、
1.90%。在69位入選者當中分別排名35、51和56位。女性的得票及排名與女性人數的強烈反差，
折射出國人認識中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的性別偏見，即便到了1920年代中期，經過新文化運
動洗禮，仍無大的改變。

三、作弊質疑與調查結論之可信度分析

《新中國柱石十人》民調結果披露後，得到眾多好評，但也出現一些異樣發聲。部分輿論隱

約透露出對此次民調被黨派收買，成為其政治宣傳工具的擔憂。投票人高佩琅就對該報發佈的投

票結果提出質疑，指出：

舉行測驗的人，發現測驗的結果和己意大相反背，或對於己派己黨的聲威，沒有什

麼光彩，使密不發表（如某大學的民意測驗即是一例），或於事先加以種種暗示，以便

a 張之洞：〈勸學篇序〉，趙德馨主編，吳劍等校點：《張之洞全集》第12冊，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年，第157頁。
b 除了入圍“柱石十人”的蔡元培，入圍”柱石外的柱石“的文化教育類的18人包括：梁啟超、胡適、魯迅、章太炎、范源
濂、錢玄同、馬寅初、徐寶謙、周作人、陳啟修、易培基、蔣夢麟、孫伏園、張競生、邵飄萍、陳西瀅、馬振彪、黎錦熙。
詳見伏園：〈柱石外的柱石〉，《京報副刊》第439號，1926年3月15日，第8版，第120頁。

c 胡政之曾著文討論“黑化”與“赤化”的關係，認為中國社會及政治的嚴重“黑化”，使國人不滿現狀，日思革命，試圖
從根本上改造中國，躐等而上，建成“最新最好”的制度，而俄國的“革命性”正好對應了中國急於改變現實的需要。胡
政之：〈國民之兩種恐怖的心理〉（1926年9月19日），王瑾、胡玫編：《胡政之文集》（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年，第300—3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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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利於己黨、己派之宣傳，那便是失掉了民意測驗的真意，一種無聊的勾當而已。a

高佩琅此話含蓄，所言“某大學”民調作弊或指北大25周年校慶期間的民調受具有左翼政治
傾向的學生會控制b，並以此借喻，暗示《京報副刊》民調也有類似情況發生。這就把此次民調

的可信度問題提了出來。

究竟《京報副刊》民調是否受黨派關係作用出現舞弊情節？我們不妨先對主持人孫伏園的身

份與政治背景做一番考察，以窺此次民調有無受黨派因素影響的可能。

如前所述，“新中國柱石十人”的主辦人是孫伏園，當是之時，希望通過“大革命”建立

“新中國”的政黨是國、共兩黨。此次民調以選舉“新中國柱石”為主旨，提示主持人與國、共

兩黨可能存在某種思想政治關係。然而迄今為止，研究者並未看到孫伏園以國民黨或共產黨人身

份活動的歷史記錄。c

無需諱言，孫在主持“新中國柱石十人”民調前後較長時間內與國民黨左派及中共黨人均聯

繫密切，其思想主張明顯帶有激進甚至革命的色彩。1917年孫伏園經陳獨秀介紹就讀北大，受到
陳獨秀革命思想影響。孫與中共另一早期領袖李大釗也關係密切。他在〈三十年前副刊回憶〉中

說，《晨報》第七版“消閒”欄目刊登嚴正文字是從李大釗開始，李在擔任主編期間曾利用該版

面介紹馬克思學說。之後孫伏園與前任主編張梓芳一樣，都“沿著李先生的傳統”編輯該欄目，

把消閒的文字“全部肅清”d。不僅如此，孫與中共重要領袖陳毅也維持了數十年的友誼。e正

如其女華靜所言：“父親一生未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卻與許多著名共產黨人保持著深厚的友

情。”f

受中共政治家、思想家影響，孫擔任《晨報副刊》主編期間，曾出版“馬克思紀念專號”與

“俄國革命紀念專號”，發表若干宣傳社會主義的文章。

1926年“3·18事變”後，孫伏園頂住壓力，刊登魯迅的〈如此“討赤”〉一文，對魯迅反
對軍閥政府“討赤”示以支持。g4月26日，《京報》總編邵飄萍因“宣傳赤化”遭軍閥政府逮
捕槍決，孫伏園亦是被通緝者之一。h之後孫與魯迅一起從北京前往廈門大學避禍，不久離開廈

門前往廣東，參加北伐。i1927年11月底，國民政府遷都武漢，次年2月，顧孟餘任國民黨《中
央日報》社長，旋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宣傳部長，孫伏園應邀赴漢，出任《中央日報》副刊

總編。上任不久，孫就在副刊刊發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鼓動農民革命。此外，

孫伏園還在《京報副刊》刊登周穀城的〈農民運動的新策略〉、沈雁冰的〈最近蘇聯的工業與農

業〉、郭沫若的〈脫離蔣介石以後〉等文。1927年12月5日，《貢獻》雜誌創刊，孫伏園為之傾
盡全力。除刊載大量隨筆、散文外，還利用《貢獻》刊載汪精衛、陳公博等人的系列政治性論

a 高佩琅：〈發表投票的疑問〉,《京報副刊》第407號，1926年2月6日，第8版，第48頁。
b 關於北大民調受有左翼政黨背景的激進學生會主導的情況，參閱楊天宏：〈“大革命”前夕的社會心理變動——基於北京大
學25周年校慶民意測驗的分析〉，《社會科學研究》2022年第5期，第166—180頁。

c 孫伏園在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據說1960年代孫曾數次打算加入中共，卻未見下文。孫惠疇：《父親贊成我們去延
安》，紹興縣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等編：《孫伏園懷思錄》，《紹興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1994年8月，第3頁。

d 孫伏園：〈三十年前副刊回憶〉，宋應離等編：《20世紀中國著名編輯出版家研究資料匯輯》（第3輯），開封：河南大學
出版社，2005年，第355—356頁。

e 玄雲：〈憶孫伏園先生〉，《孫伏園懷思錄》第11頁。
f 華靜：〈懷念敬愛的父親〉，《孫伏園懷思錄》第40—42頁。
g 郝雨：〈孫伏園：傑出的副刊編輯〉，宋應離等編：《20世紀中國著名編輯出版家研究資料匯輯》（第3輯），第378、383
頁。

h 陶靜波：〈孫伏園與魯迅〉，宋應離等編：《20世紀中國著名編輯出版家研究資料匯輯》（第3輯），第362頁。
i 玄雲：〈憶孫伏園先生〉，《孫伏園懷思錄》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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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並親自撰寫〈五一紀念與李守常先生〉，發出“為李守常報仇去”的呼喊b。

孫伏園親自撰寫的徵求“新中國柱石十人”民調的“啟事”，清楚表露出他對帝國主義侵略

和軍閥統治下現實政治的不滿，以及舉辦此次民調的用意。孫揭露的帝國主義的危害本文開篇已

引用，茲不贅述。關於軍閥政治，孫伏園在啟示中寫道：

看近數年來的中國大勢，個人的事業真是靠不住極了，大多數人給他的聲譽也真是

靠不住極了。民八的時候，一個軍閥初次興起，學生們以為可以託付新中國建造的重任

了，因而有許多丟了書本往洛陽從軍去的。民國十二三（年）的時候，被北京昏暗的政

治一映帶，有人以為某某軍閥尚可與有為了。連孫中山先生這樣的老手，也想叫他們共

負新中國建設的重任，遂不惜與仇人把臂。c

孫伏園提及但未道其姓名的“軍閥”應是當時駐扎洛陽的吳佩孚。吳氏認同民主政制，故主

張恢復法統、召開國會、制定憲法、選舉總統，是“軍閥”中的開明人士。連吳佩孚也靠不住，

其他軍閥在孫伏園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事實表明，北伐前後，在主持《京報副刊》期間，孫伏園已對國民革命表現出明確的認同，

與推動國民革命的國、共兩黨要員關係密切，並在南下之後實際投入國民革命。由於國民革命之

目的是要建立不同於軍閥統治下“舊中國”的新國家，孫伏園利用《京報副刊》舉辦“新中國

柱石十人”民調，主觀上不能說沒有配合國民革命的動機，客觀上也已產生聲援旨在“打倒軍

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的實際效果。

然而，主辦人對“國民革命”及推進這場革命的國共兩黨的認同、對舊軍閥的厭棄並不能作

為所主持的民調已受其認同干擾因而不可盡信的證據。

首先，迄今為止尚無任何切實證據證明此次民調受到黨派因素直接操控干擾，出現作弊現

象。其次，從調查過程中主持人的表現看，儘管存在各種不同意見，《京報》同仁基本堅持民調

主持者應該秉持的客觀中立立場。這從《京報副刊》在刊登眾多支持此次民調的意見的同時，也

刊登不少反對者的聲音可以得到證明。就連指責投票時有人作弊的高佩琅給孫伏園的信函，孫也

予以刊登，並做出具有一定說服力的答覆，自證了民調主持人秉持的客觀公正調查立場。

至於高佩琅的作弊指控，如果站在嚴肅的中立立場審視，亦多少帶有“莫須有”性質，不能

輕易采信。原因很明白，此次民調全過程中，除了高佩琅一人，並無其他人提出同樣質疑，因而

高氏提出的問題只能存疑，有待其他證據證實或證偽。不僅如此，高氏本人在質疑時，也未提供

直接證據，甚至連被其指控作弊的“某大學”究竟是哪個大學也未明說，給人以故弄玄虛、捕風

捉影的感覺。退一步言，即便所言不虛，受到指控的“某大學”共有多少人參與投票，這類被指

控為“作弊”的選票（如果有的話）占全部投票的多大比例，也語焉不詳。因而高的質疑，很難

作為此次民調有作弊行為的有效證據。

真正對調查結論可信度產生影響的是此次民調的參與人數和調查方法。

就參與人數分析，“新中國柱石十人”民調主持者預期甚高，隨報發出20萬張“選票”，希
望各界廣泛參與，實際投票者卻不到千人。不僅如此，投票者基本局限在知識階層範圍，調查樣

本的絕對數量及社會覆蓋面不廣，代表性嚴重不足。1940年代的一項研究指出：以100人作調查
對象，調查結果可能有15%的錯誤率；以900人作對象，錯誤率為 5%；以10000 人為對象，錯誤

a 吳曉英：《孫伏園評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138—140、149頁。
b 陳漱渝：〈中國副刊的革新者孫伏園：以此紀念他的一百周年誕辰〉，宋應離等編：《20世紀中國著名編輯出版家研究資料
匯輯》（第3輯），第383、389—390頁。

c 伏園：〈1926新年本刊徵求“新中國柱石十人”〉，《京報副刊》第374號，1926年1月4日，第1版，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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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1.5%，10000人以上錯誤減少會變得非常有限。因此從調查技術上講，“最好的欲探知普遍
民意測驗的‘樣品’應在 1500 與 6000 之間”a。美國學者Benard C. Hennessy注意到：“讓1000
個人來代替100萬人的意見，其所能反映出來的可能性，是值得我們擔心的。”b“新中國柱石十

人”民調實際參與人數不足1000，收回的有效票僅791張。由於數量少，調查結論誤差必大，這
是研究者應當注意的問題。

對此次民調的缺陷，主持人也有某種程度的認知，孫伏園曾表示：“我們現在說話只是對著

智識階級，能投票的又何莫非智識階級，即使絲毫沒有弊，何嘗能算是全國人人的意見呢？”c

孫伏園很坦誠，他以個中人的身份，道明了此次民調缺乏廣泛代表性的局限。

除了參與人數少，在方法上，此次民調與同期其他多數民調一樣，均屬特定時空範圍內針對

特定人群的調查，所用方法屬初級階段民調的選樣法，即“簡便抽樣法”(simple sampling），具
體做法是從所欲了解的全體社會成員中任意抽取一部分成員作為“樣本”進行調查，這種方法十

分落後，被譏為“老式假投票”d。其最大缺陷是，在選擇調查對象時不可避免參與主觀因素作

用，不是隨機抽樣調查（random sample），得出的結論很難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就調查主辦者分析，“新中國柱石十人”民調由具有南方政治傾向的《京報副刊》主辦，雖

未見受到所認同的黨派政治的直接操控和影響，也不宜采信僅係“孤證”的作弊指責，但主持者

偏離價值中立立場，自覺不自覺以主觀意志影响調查，恐亦難免。

儘管如此，此次民調仍然具有一定可信度。眾所周知，與此次民調大致同時，國內還有不

少民調。如“北大25周年紀念日民意測驗”和北高師1922年11月舉辦的“高師紀念日之民意測
驗”e，所得調查結論，可與《京報副刊》的調查相互印證，說明其調查結論並非歷史研究者忌

諱的“孤證”。此外，當時留下的反映民心向背變化的歷史文獻汗牛充棟。對照同期眾多文獻反

映的歷史事實，可以認為，《京報副刊》“新中國柱石十人”民調雖有缺陷，其中一些重要調查

數據及據此得出的結論，仍然具有相當的可信度，對研究北伐前夕的社會心理與政治認同變化，

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四、結論

被稱為“大革命”的國民革命軍事北伐前夕，中國正處於急劇動盪變化的歷史時刻。國家向

何處去，未來國運如何，備受國人關注。

此時，中國南北軍政勢力及社會文化均處於新舊嬗變之中。曾經被國人看好、甚至一度被寄

予建設“好人政府”希望的直系軍人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失敗後逐漸衰頹，以“北洋”相標榜的軍

閥開始失卻人心。直奉戰爭期間，吳佩孚試圖以“北洋正統”號召天下，陳叔通斥以“根本謬

誤”f。戰後楊蔭杭分析指出：“北洋正統”在今日已不是讓人敬畏的名詞，而敗落成詆毀性的

“醜語”；他強調：“今日果能覺悟，自當絕口不談‘北洋’二字，一洗北洋之餘臭，乃可與民

更始⋯⋯若猶以‘北洋’二字為號召，國人將掩耳而走矣。”g可見時人對北洋認知的變化。

a 資料室：〈美國的民意測驗〉，《上海文化》1946年第11期，第 65 頁。 
b Benard C. Hennessy, The Cor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Thought,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40, pp.23-25.
c 伏園：〈消息再吐露〉，《京報副刊》第396號，1926年1月26日，第8版，第184頁。
d 參閱楊天宏：〈近代民調理論中的定義分歧與方法論缺陷〉，《澳門理工學報》2024年第1期，第181—194頁。
e 詳見朱務善：〈本校二十五周年紀念日之“民意測量”〉，《北京大學日刊》1924年3月4日，第1410號，第2—4版；張耀
翔：〈高師紀念日之“民意測驗”〉，《民國日報》（上海）1923年1月14日，第4張《覺悟》。

f 陳叔通：〈致亮才老兄書〉（1922年6月4日），丁文江等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
958頁。

g 楊蔭杭：〈北洋正統〉，《老圃遺文輯》，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5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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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形成鮮明對照，南方反北洋的軍政勢力的認同度則大幅上升。如上文所示，入圍“新中

國柱石”的國民黨系軍政人物（含加入國民黨的各黨派軍政首領）達37人，占總入圍人數69人的
53.6%，超過總數之半。加上此時雖無黨派標籤但在政治上多少“親國民黨”的人物，數量已接
近40人，占比達58.0%。這一數據反映了中國政治及軍事現狀的南北勢易，揭示出北方軍閥統治
日漸式微和南方革命勢力如日東升及與之對應的社會心理變化。

與政治領域潛在的社會心理變化關聯的是文化教育領域裏的認同變化。如前所述，該領域入

圍兩類“柱石”者近20人，這些人幾乎全是新文化和現代教育的推進者（其中個別人新舊參半但
也相對偏新），說明經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先後洗禮，國人的思想文化認同已發生巨變。新

文化思想家擁躉甚多，傳統一派已成明日黃花、光鮮不再。關鍵在於，文化教育領域的認同變化

與政治軍事領域的新認同形成心理共振（resonance）與認知耦合（coupling），極大增強了被視
為新思想文化和新政治代表的國、共兩黨推進的國民革命的社會心理認同度。國民黨正是依託變

化中的社會心理，通過改組，設法“容共”，並通過調整對外關係獲得蘇聯援助，為即將興起的

“大革命”奠定了堅實基礎。

戰爭是人力與人心的對比。戰爭雖系“詭道”a，講究謀略，充滿軍事、政治、經濟實力對

抗和兵家智慧比拼，但根本須以民心向背為轉移。民眾擁戴，所向無敵，所謂“攻心為上，攻城

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b，清楚說明了這個道理。若論實力，支撐國民革命軍北伐的軍事

與經濟實力並不強於北方軍閥，甚至很難抗衡東邊的孫傳芳；相較奉張，更形遜色。國民革命軍

能以弱勝強，係因所揭櫫的“反帝反軍閥”現實目標及宣傳的“三民主義”政治理想贏得民心。

胡適說：“民十五六年之間，全國大多數人心的傾向中國國民黨，真是六七十年來所沒有的新氣

象。”c胡適在此次“選舉”中入圍“柱石”，他判斷此時“全國大多數人心”都傾向國民黨，

並說這是幾十年來沒有的“新氣象”，表明他與多數國人一樣也認同國民黨。國民黨領導的“國

民革命”能取得成功，“新中國柱石十人”民調揭示的日益強大的社會心理变化，是不可忽視

的重要原因。至於這一變化對中國歷史的後來發展意味著什麼，研究者基於對歷史的“後見之

明”，自可作出不同的價值判斷與認知，不必強求同一。

［責任編輯：廖媛苑］

a 〈孫子兵法·計篇〉，陳曦譯注：《孫子兵法》，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0頁。
b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819頁。
c 胡適：〈慘痛的回憶與反省〉，《獨立評論》第18號，1932年9月18日，第11頁。


